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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湖泊平坝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分析 

——以环滇池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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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环滇池 1006 个乡村“涉水”地名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统计分析，借助 GIS 中核密度分析、象

限分析、缓冲区分析及泰森多边形分析，可视化分析地名文化景观，从而揭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

布特征。研究表明：①乡村“涉水”地名分布反映自然地理环境特征，集中分布于滇池北岸、西南和南岸坝区的三

角洲、山前冲积平原和缓坡地带，随海拔升高地名减少。②乡村“涉水”地名变化反映滇池水位的涨落，集中分布

于滇池 0～4km 范围内，距离滇池越近，人类依靠滇池从事生产、生活等相关活动越频繁。③乡村“涉水”地名来

源一脉相承，以滇池为源，位于滇池北岸、东南岸和西南岸的坝区地名关系相互影响较大，与人口集中分布区吻合，

乡村间往来密切，影响强度较深，但服务范围半径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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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领域的时空表达，而地名则是记录文化景观演变特征的标本［1］，地名作为一种既可悟又可视的文化

景观，是区域文化在地表的凝结与保留［2］，是人类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与人文地理实体的名称，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地

理、历史和文化背景［3］。地名文化景观是区域性和文化性的结合体，既反映了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又记录着区域的民族

兴衰、社会变迁、军事活动等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景观［4］。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地名是研究人类活动的主要工具，

是地理学、历史学和语言学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5］。 

传统的地名研究主要以地名的起源、语源、演变、命名、类型划分以及地名映射下的地域文化景观为研究主题，研究方法

多采用记述、描述等定性分析的方法
［6］
。近年来，结合西方地理学领域中文化景观学派研究，以现代地理学 3S 技术为支撑，结

合地名统计学等定量分析方法，从时空角度对地名景观解释成为地名文化研究领域的主流［7-8］。国外学者对地名研究主要以民族

聚居地、殖民地等区域的地名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揭示自然和人文因素是塑造地名文化景观的前提条件［9］；StephenC.Jett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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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们居住理念为出发点，探讨美国亚利桑那州瓦霍锡安峡谷和青利大峡谷地区地名与人地关系演化的内在联系［10］；

KarlI.Sandred从人地关系视角刻画变动下的社区地名元素演变轨迹特征［11］；GraemeGill运用地学 3S技术深入探讨莫斯科地名

革新下的历史演变历程及其影响因素
［12］

。1990年初，国内学者结合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开始对 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定量模型

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人地关系演变下如何塑造地名文化景观。李建华等学者基于 GIS 空间表达方法，对宁夏中卫县地

名进行空间量化统计，探讨人地关系影响下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异特征［13-14］；王晓男通过网络空间爬虫技术获取西安市城六区

街道地名 POI数据，在 GIS 上对街道地名文化景观进行空间表达［15］；王彬通过构建 EOF计量模型，以 GIS 空间分析为平台，勾

勒广东省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相关关系［16］；朱竑以城市本土文化和历史文化为本底，从城市演进的视角分析广州市

荔湾区地名消失与革新的演变历程［2］；宋晓英通过建立数据库模型，以小尺度为研究对象，分析蔚县地名文化景观在空间分布

上的地域差异性［17］；王法辉、陈庆江、赵静和梁艳等从语言学、文化学、生态学及山水视角下分析地名文化景观刻画的历程与

空间分布特征
［18-22］

。 

环滇池地区地处高原湖泊平坝区，地形复杂多样，历史文化悠久，对该区域地名景观特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地名景观

形成的影响因素，对深入理解当地自然及人文地理环境演变也有一定参考价值。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在历史演进的过

程中，遵循自己独有的规律和方式起源、发展和变化，研究该地区地名文化景观有助于更深层次认识文化发展的特征，在传统

文化面临消亡困境的今天，对地名文化的研究有助于保护地方文化的多样性。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滇者，颠也”，彝语译为“甸”，即大坝子之意，该区自古就有“一半城，一半水”的说法
［23］

。环滇池地区位于典型的高

原湖泊平坝区，地貌形态复杂多变，地势北低南高，受其“依山傍湖”的区位影响，环滇池地区沿岸从南到北依次呈现出山地

—丘陵台地—冲积平原、三角洲的三级阶梯分布状态。坝区低山突起，山地间盆地零星分布、河谷纵列其间；南岸河流入口处

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昆阳大河三角洲、柴河三角洲，三角洲外围河流侵蚀冲刷形成狭长的河谷地带，河湾处淤积形成古城坝子，

而丘陵、台地则是冲积平原与山地间的过渡地带，多变的地貌类型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环滇池地区历

史文化悠久，是古滇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作为云南省社会经济和城乡发展最集中、最有活力的地区，也是云南省具有高原湖泊

生态脆弱区、历史文化多元融合区、城乡经济发展活跃区等多重叠特征的典型区域，“人地关系”特征鲜明。 

1.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中地名与位置均来源于网络在线服务共享平台，以高德地图为辅，通过 Python网络爬虫技术获取高德地图 API在环滇

池区域范围内乡村聚落地名 POI数据，获取时间为 2019年 3月 10日。共获取地名 4343个，乡镇、街道等地名 908个，乡村聚

落地名 3435个。研究中涉及地名来源等信息参考《昆明地名博览辞典》《昆明密码——滇池区域地名探秘》等地方志资料［24-25］，

分辨率 30m 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http://www.gscloud.cn/）。以乡村聚落地名为研究对象，结合环滇池地区“依

山傍湖”的区域特点，对地名进行筛选，剔除乡镇、街道等与水无关的地名，最终留下 1006个“涉水”地名。其中，地貌形态

水体地名 587个、湖滨地名 211个和人文水体地名 208个。 

1.3研究方法 

①核密度分析。核密度估计法通常用来反映研究区内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波峰”和“波谷”来强化空间分布

模式［26］。结合核密度分析法对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测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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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n(x)为核密度值；h 表示核密度测算带宽；n 表示带宽范围内的点数；k 为核密度函数；x-xi 表示估计点到样本点

xi的距离。 

②缓冲区分析。缓冲区分析是指为识别某地理实体或空间物体对周围的邻近性或影响度而在周围建立的一定范围的区域［27］。

本研究以滇池边界为缓冲区，向外扩张一定距离生成多环缓冲带，对环滇池地区“涉水”地名文化景观进行分析。 

③象限分析。象限分析法是研究某地理实体空间格局变化的常用方法之一，本文以滇池质心为象限中心，划分八个不同方

位，能够直观反映环滇池乡村“涉水”地名在不同方位上的空间分布状态及规律［28］。 

④泰森多边形分析。泰森多边形（又称 Vor⁃onoi），是空间平面剖分的一种表达，泰森多边形面积随点集的空间分布而发生

变化，可用 Cυ变异系数值来衡量凸多边形面积的相对变化程度，从而分析样点的空间分布类型
［29］

。Cυ等于泰森多边形面积的

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其计算公式： 

 

式中：R为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Si为第 i个多边形的面积；S为多边形面积的平均值；n为多边形的个数。当点集均匀分

布在空间中，Voronoi多边形面积可变性小，Cυ值较低；当点集密集分布在空间中，Voronoi多边形面积可变性大，Cυ值较高。 

2“涉水”地名统计与分析 

2.1水文地名统计分类 

环滇池地区素有“三山一水十三坡”之称，作为一座山水城市
［25］

，以山水命名的街巷、村落遍布其中，通过查阅资料分析，

可知滇池湖岸线涨落变化是影响其地名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各地命名来源及其反映的自然与文化景观特征，发现环滇池

地区乡村“涉水”地名占到乡村地名约 1/3，反映不同历史时期自然和人文因素是如何塑造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因此，

将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分为自然水体景观和人文水体景观两大类，自然水体景观又划分为地貌形态水地名景

观和湖滨地名景观两类（表 1）。其中，反映地貌形态水名景观是江河等自然线状实体在地表的映射，湖滨地名景观是湖海等自

然面状塑造地表景观的延伸，人文水体景观是人类利用并改造自然，满足自身生存发展所需创造的景观。总之，二者均属于“涉

水”地名文化所创造的景观。 

表 1环滇池乡村“涉水”地名用字（词）分类及统计 

主类 亚类 主要用字（词） 总数/个 比例/% 

 
地貌形 

态水名 

水、河、溪、江、源、涧、洼、沟、 

洪、濂、洗、洞、嘴、尾、浦、湾 
587 58.35 

自然水体类 湖滨名 海、潮、波、滩、滇、湖、渡、鱼、 211 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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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漾、浪、潭、池、泉、边、螺蛳 

人文水体类 渔、塘、井、饮、船、坝、闸、田、 洗、港、泊 208 20.68 

 

2.2水文地名分析 

2.2.1自然水体景观类地名 

地貌形态水名多出现“沟”“洞”“河”“尾”等字，出现次数 587 次，所用字数 16 字，占乡村“涉水”地名总数 58.35%。

其中，“嘴”意为河道出水口，如河嘴头村，因当地小清河、宝象河南流注入滇池，泥沙沉积形成 1.5km长的河道出水口，俗称

“河嘴”，得名河嘴头；“尾”意为河流的末端，即尾巴处，如河尾大村、河尾小村，因地处金家河末端而得名；“沟”意为地势

低洼且有积水的狭长状地带，如张家沟位于宝象河西岸，地处山沟坡地上而得名；“洞”意为岩溶山洞区，如金线洞村，该村居

住于山凹村地，村后有一山洞流出的泉水如金线得名；“洼”意为山地区宽阔的洼塘，如大洼子村，因村旁山地一侧有宽大的洼

箐得名。 

湖滨地名以“海”“湖”“滩”“滇”“鱼”等字为主，出现次数 211 次，所用字数 16 个，占乡村“涉水”地名总数 20.97%。

“海”意为滇池，例如海埂村、海源庄等乡村，临近滇池有一条突出水面的土埂、滇池水位下降露出地面而得名；“滩”是滇池

泄水口滩头，如中滩村位于滇池泄水口之滩头，水从村子南北侧流过，滩头在中间而得名；“咀”即“嘴”之意，如龙咀村，该

村有一处潭水意为龙嘴（咀），即吐水处。 

2.2.2人文水体景观类地名 

人文水体地名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以“井”“渔”“闸”“坝”“泊”等与水有关的地名为主，出现次数 211 次，

所用字数 11个，占乡村“涉水”地名总数 20.68%。其中，“井”是水井之意，马水井村因旧时此地有打水饮马之井得名；“渔”

意为以渔业为生的村子，如渔户村以前位于滇池草海之滨，家户以渔业为生而得名；“闸”是截流蓄水的人工建筑，如闸塘村地

处盘龙江旧河道上，曾截流蓄水如塘状得名；“泊”意为船只停靠的地方，如河泊所坐落于一条小河入滇处，为元代河西县水路

重要集散地，常有船只停泊，又是明、清驻兵之所，故名河泊所。 

综上所述，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中出现的字（词）相互影响，是自然与人文双重作用在地表的折射，这些地名充

分体现环滇池地区“一半水，一半城”的自然历史人文景观演变历程。 

3 环滇池“涉水”地名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3.1自然水体景观类空间分布特征 

自然类水体地名景观是人类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能够直观反映自然环境下人类塑造地表的特征。地貌形态水体

地名景观是地表最直观的表现，地势高低起伏导致地表水体分布不均，人类择水而居；湖滨类地名景观是以湖滨为中心向四周

扩散分布，人类依靠河湖从事生产、生活等各类活动。 

3.1.1地貌形态水体地名 

地貌形态“涉水”地名主要集中分布在地势低平的坝区，核密度高值区与坝区相吻合，随海拔升高，核密度值降低，“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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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呈现减少的趋势（图 1a）。其中，坝区 359 个、山地 228 个，坝区占地貌形态水体地名的 61.16%。经调研分析，滇池周边

河口三角洲地名多以“江”“河”“嘴”“尾”等字命名，意为河流入滇池的尾巴或者开口处；坝区多以“溪”“河”“江”等流经

此处的河流相关字来命名；低山丘陵、山地为江河的源头，喀斯特地貌发育，多地下暗河、溶洞，以“沟”“洞”“源”等字命

名为主。 

地貌形态水体地名分布呈现不均衡的态势，各象限中地名数量差距较大（图 1b）。其中，第二、三象限地名数量分别为 208、

102个，两个象限地名数量占地貌形态水体地名的 52.81%，第八象限仅为 9个，其余各象限地名数量都在 50个左右。证明北部

坝区面积较大、河流冲积平原及三角洲等地貌发育明显，宜农、宜居和宜渔的自然基础较好。 

滇池与河流影响范围有限，以滇池为起点向四周延伸，地貌形态水体地名逐渐减少（图 1c）。从 0～2km59个、2～4km39个

减少到 8～10km32 个，该区在 0～2km 处地名主要以“尾”“河”“嘴”等字命名，随着范围逐渐外移，地势升高，主要以“洞”

“泉”“沟”与水体相关等字命名。 

滇池北部地名密集度越高，乡村地名影响半径越小、关系越密切；南部及其他坝区密集度稀疏，地名影响半径越大、关系

越疏远（图 1d）。环滇池地区地貌形态密集区北部位于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和盘龙区交界地带，坝区、河流与人口密度较大，

村落间相互影响的范围逐渐缩小，农户出现交叉式居住的现象，关系越来越密切。山地由于受地形影响，乡村相对分散、相距

较远，导致乡村影响范围越大，但乡村间关系密切度较低。 

 

3.1.2湖滨类地名 

滇池坝区北岸主城、东南部晋城和西南部海口地名密度最高，山地湖滨地名数量较低，不同地形湖滨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差

异显著，地名密集度与滇池涨落的地貌形态息息相关（图 2a），坝区湖滨地名 167个、山地 44个，坝区地名占湖滨类地名 79.15%。

晋城区位于低缓的湖滨平原区，适宜农耕和居住的条件优越，湖滨地名随滇池涨落向低山丘陵地区延伸，以“海”字为主，如

海晏村、小海村和海埂村等。海口区湖滨地名集中在滩涂地区和滇池开口处的三角洲，湖滨地名多以“海”“滩”“咀”等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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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北部主城区位于冲积扇平原地带，滇池及其河流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条件，以“海”“波”“螺蛳”等字命名的乡

村较多。 

湖滨地名分布以方向上集中分布为主，各象限上地名数量差距较大（图 2b）。主要集中于第二、三象限，分别为 66、57个，

占湖滨类地名的 58.30%，表明该区地势平坦、人口集中，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第四、五、六象限数量较少，该区地理环境条件

复杂，以山地为主，湖滨地名数量仅分布于山地边缘的滇池附近。第一、七、八象限湖滨地名数量最少，地名以当地地理实体

命名为主，受滇池影响较小。湖滨地名数量与距离的远近呈反比例关系，距离越远影响强度越小，反之则反（图 2c）。0～2km

湖滨地名数量为 49 个，该区多为河流入滇池的冲积扇及三角洲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多以“海”“滩”等字命名；2～4km

为 20个，受滇池影响逐渐减少一半以上，海拔逐渐升高，主要集中在地势低缓的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西部受山地影响以湖

滨命名的乡村较少。其他缓冲区受滇池影响的湖滨地名数量逐渐减少，以当地湖滨地名命名为主，受滇池影响的地名数量较小。 

滇池以北、东南和西南地区集中程度较高，该地区分布与人口分布一致（图 2d）。北部主城、南部晋城和海口地区，村落密

集度较大，乡村间关系较强，命名方式呈现一致性，如大海晏、小海晏、海埂、福海、海源等地名以“海”字命名，乡村间农

户居住方式呈现交叉式居住的现象，人们交往距离半径较小，关系密切，但影响的范围较小。距离滇池较远且以湖滨命名的乡

村主要集中在其他湖滨地区，以当地湖滨地名命名的乡村较少，且乡村间距离远，影响范围越大，但影响强度越小。 

 

3.2人文水体景观类空间分布特征 

人文水体地名景观是人们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是人类活动作用在地表的间接映射。地名多以人类利用和改造自

然过程中创造的地理实体或现象命名，能够反映环滇池地区人类历史演变的历程，人文水体景观类通常集聚在人口集中地区，

人类活动越剧烈，人文水体地名景观越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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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入海口三角洲地区地名密度最高，中部坝区、北部山前冲积平原及低缓丘陵地带次之，西部、南部山地相对稀疏（图

3a）。其中，坝区 123 个、山地 85 个，坝区占环滇池人文水体总地名的 59.13%，集中程度最高。滇池北部、东南部三角洲多以

渔村为主，渔业和渔民有关的地名海拔高差较大，地名以“渔”“塘”“泊”等字为主。渔村 1885m，小渔村、河泊所海拔为 1886m，

大渔村海拔 1899m，海拔相差 14m，表明随滇池水位下降乡村向低海拔地区延伸。中部坝区多以“井”“饮”等字为主，特别是

以翠湖为中心分布着龙井、永井、饮甘和嵩明区的蛤蟆井等地名的村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低山缓坡和山前冲积扇

地带地名多以“坝”“闸”“塘”等字为主，随海拔升高，以河流为基础修建大坝、水塘和闸等水利设施，具有灌溉、防洪、排

涝等功能，如以松华坝命名的上坝村、中坝村和下坝村，以“闸”“塘”命名的浑水塘、清水塘、大刺塘、闸塘和小闸塘等乡村。 

滇池北岸集中分布以“渔”“塘”“坝”等与渔业和种植业有关的乡村地名，占该区人文水体总地名 59.13%，不同象限地名

数量差距较大（图 3b）。第二、三象限为滇池北岸，该区人口密度大、人类活动频繁，处于地势低平的坝区，耕地资源最为丰富，

以种植业为主、渔业为辅或以渔业为主、种植业和运输业为辅的乡村地名较多。其他象限除了滇池周边以渔业为主外，都以种

植业为主，主要以“塘”“坝”等字居多。 

距离滇池越近，涉水地名数量越多，集中分布于滇池北部坝区（图 3c）。0～2km人文水体地名为 49个，0～4km为 20个，4～

6km、6～8km 和 8～10km 分别为 8、8 和 9个，与滇池影响较为密切的主要为 0～4km 的范围内，以“渔”“塘”等字为主，受渔

业影响较大，如白渔村、渔村、渔户村等。大于 10km的地区受滇池影响较小，为谋求更好的生产、生活空间，以种植业为主，

出现“坝”“塘”“闸”“井”等字的地名较多，如白泥塘、茨坝、月牙井等乡村。 

地名关系高值区主要集中于北部主城和东南部晋城，其余地区乡村相互影响强度较低（图 3d）。北部主城和南部晋城集中度

较高，该区处于湖积平原，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丰富，渔业和农业相互配套，随着人口数量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加速，缩短了乡

村和人们之间的距离，人们交流增多，村与村的关系转变为户与户之间的关系，影响范围逐渐缩短，相互影响的强度不断加大，

以“渔”“塘”“坝”等字有关的地名为主。其余各区属于山地或坝区，但乡村间距离较远、人口分散，导致乡村间相互影响的

强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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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阶段性，往往反映所在地周边的自然环境、族群、生活习惯、生产

方式、宗教信仰等，被称为“指向过去的路标”［19］。对地名文化景观的研究，有助于刻画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根植于环滇

池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地理特征，也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 

4.1地名景观破译区域自然环境 

地名文化景观集中反映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是人类认识、利用及改造自然的记录和表达［17］。环滇池地区四周高中间低，

坝区低山、丘陵起伏，滇池水位的涨落影响该区自然环境的变化，自然环境的改变又导致了地名景观的变化。新石器时代，滇

池水位高于现今 5m 左右，大致沿 1890m 的等高线延伸，“涉水”地名零星分布在高海拔山区；汉代滇池湖面开始萎缩，至唐中

后期滇池水位达到历史最低，低于现今 3m 左右，沿 1882m 等高线分布，“涉水”地名开始出现在低海拔的河、湖漫滩地区；元

初，滇池唯一出水口—海口河北沉积物堵塞，导致滇池水位上涨，范围与新石器时代相近，“涉水”地名后退，海拔升高；元明

清以来，人类活动加剧了对滇池的干预，多次河湖疏浚工程使得湖水下泄畅通，水位开始下降，湖床裸露，为人们在滇池周边

开田垦殖、建村立寨提供了条件，“涉水”地名乡村不断涌现，半山区、山区的“涉水”地名再次向低海拔地区转移；明末清初

至今，昆明及其附近基本形成“三江并流、两带萦绕、河网密布”的空间格局，“涉水”地名乡村数量不断增加。因此，“海”“嘴”

“尾”“咀”“滩”“泊”等地名多分布于低海拔的河口三角洲及湖漫滩，“溪”“河”“江”“涧”“沟”等地名分布于河谷地带，“坝”

“闸”“塘”等地名集中于山前冲洪积扇地区，“洞”“源”“泉”等地名则零星分布在低山丘陵及缓坡地带。 

4.2体现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 

地名景观是特定区域内人地关系作用下的表征，环滇池地区是“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记录了该

地区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生活习俗等多元文化的交融。新石器时代，出现大量的“贝丘遗址”以及古老的“滇人”在滇池周

边繁衍生活的遗址，此时“滇人”以螺蛳为食，进行采集、狩猎等活动，生计方式单一，“涉水”地名主要分布在滇池东、西及

南岸地区，该区多出现以“螺蛳”“海”等字（词）命名的螺蛳湾、螺蛳墩、螺峰村、海源村等乡村地名。至今，“涉水”地名

文化呈现多样性发展，如“波罗村”是波浪至此而落，是明清通京驿道，为客商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场地；“孙家嘴”意为小河

末端，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驻地，反映了典型的历史事件；大漾田、海晏村、渔户村等地名，揭示了该区农民以农业为主，

村落临耕地布局，河湖资源丰富，揭示了该区特定历史时期丰富的渔业、农耕和河湖运输等独具特色的“滇文化”。 

4.3反映多元交融的民族文化 

在几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环滇池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兼收并蓄的多民族文化［30］。战国时期（约公元前三世纪初），楚人

庄蹻入滇，建立滇王国，与当地土著的民族融合，形成“滇族”，开启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的交融史，奠定南来北往“多民族文

化通道”的基础。元代，蒙古大军攻破昆明，1276 年设立云南行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入滇的蒙古族、

汉族、回族等民族依靠滇池在周边坝区亦兵亦农，外来民族与当地民族通婚。明清以后，汉族与少数民族交流逐步强化，形成

以汉、彝、白、傈僳、哈尼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环滇池“涉水”地名文化景观呈现多元化发展。“涉水”

地名多以汉族与少数民族结合的地名，如大波村是彝、汉混合语地名，彝语“波”意为滇池边的坡地，“大”为汉语，合意为滇

池边的大坡地。 

4.4人地关系中的集中体现 

环滇池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变，水患灾害频发，自古就有五月“久雨不晴而成涝，暴雨水涨而成洪”、十月“水灾一条

线，旱灾一大片”的说法
［25］

。为解决水患灾害，元代人们开始通过疏浚滇池出水口来泄水排洪，明清以来不断建坝设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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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提水、引水、节水等工程，提高抵御灾害的能力。其中围绕出水口海口河北、北部海埂及南部晋城等地区修建长堤，以

及在盘龙江、新宝象河、海河等河流地区疏通河道，使其具有排涝、防洪和景观的功能。充分利用水库的功能来调节降水时空

分布不均匀的状况，提高了人类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涉水”地名多以“塘”“坝”“闸”等字命名为主。 

5 结语 

地名是鲜活的文化遗产，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对环滇池乡村“涉水”地名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借助 GIS 中基于核

密度空间平滑法、象限分析法、缓冲区分析法和泰森多边形分析法，客观反映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根植于当

地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地理特征，也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过程，具体表现为： 

①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反映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分布规律与人口分布具有一致性，集中分布于

滇池北部的坝区，但分布的成因各有差异。地貌形态水名多分布于坝区、山前冲积平原和缓坡地带，多以“沟”“洞”“河”“尾”

等字（词）为主；湖滨地名集中分布于河口三角洲及湖积平原地带，以“海”“滩”“咀”等字为主；人文水名多分布在坝区、

低缓丘陵地带，多以“渔”“塘”“闸”“坝”等字为主。“涉水”地名的分布不仅体现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还反映了人们认

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 

②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的变化反映了滇池水位的涨落，集中分布于滇池 0～4km的滇池缓冲区范围内，地

名海拔差距较大。地貌形态水名在 0～4km内以“尾”“河”“嘴”等字（词）命名，随着海拔升高命名以“洞”“泉”“沟”等字

（词）为主；湖滨地名集中分布河口三角洲及冲积平原地区，多以“海”“滩”等字命名；人文水名集中分布于渔业为主、种植

业为主的滇池岸边，以“渔”“塘”等字为主，随着海拔不断升高，出现以“坝”“塘”“闸”“井”等字为主的地名。由此可见，

滇池对“涉水”地名的影响半径有限，距离滇池越近，人类依靠滇池进行生产、生活等活动越频繁，反之则反。 

③乡村“涉水”地名来源一脉相承，以滇池为源，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地貌形态水名、湖滨名和人文水体名相互影响关

系较强的地区位于滇池北岸、东南岸和西南岸，该区密集度分布与人口集中分布区吻合，乡村间往来密切，影响强度较深，但

服务范围较短；随海拔提升，乡村密集度降低，相互联系的强度降低，但服务的范围扩大。 

④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景观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反映出地名文化景观根植于当地自然与文化地理环境，地名的产

生、发展和消亡是区域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演变的结果，是当地历史环境变迁的时空表达，是区域文化传承、利用和改造自然

的印证。在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应当注意协调好地名文化保护与区域建设的关系，防止具有文化底蕴和

历史意义老地名的流失，延续地名文脉，充分体现环滇池“涉水”地名文化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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